
 
 
第 31 卷 第 2 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 （教 育 科 学 版）                               Vol. 31  No.2 

2009年 4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EDUCATION EDITION）                     Apr.  2009 
 

                               

收稿日期：2008–10–10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一五”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06AIJ0070176）。 

作者简介：徐木兴（1974–），男，江西万年人，浙江理工大学高教发展研究中心讲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杜亚泉国民教育思想研究 
徐木兴 1,2 

（1. 浙江理工大学 高教发展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18；2.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杜亚泉国民教育思想具有以下特征：国民教育为社会改革的根本；国民教育重在改造国民性，陶铸理想

国民；国民教育应倡导教育普及和教育体制改革。杜氏国民教育思想深刻而丰富，对当前国民教育的改革与发

展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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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1873～l933），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又署伧父、高劳，浙江绍兴会稽县伧塘乡

（今上虞市长塘镇）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

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国民教育思想，对近现代中国国民教育事业产生了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一、国民教育为社会改革的根本 

杜亚泉深谙“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古谚，坚信国民教育为实施社会改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

最稳妥的调适方法。其在斥责民国“党人争权”、“武人干政”假共和局面之时明确指出，“真共和之

成立, 不外二因, 一为国内农工商业之发达, 二为国民教育之普及”。而普及教育,“决非有赖于政治

上之势力而后能为之者, 而其对于真共和前途之效益, 实较政治上之势力为大”, [1] “就中国目前现

状而为治标之策, 则必以开通智识为前提, 而尤以普及常识为急务”。[2]因而他主张社会改革应以通

过国民教育提高国民个体素质与觉悟为根本。“是故吾侪今日, 不必讨论吾侪之社会当如何改革, 但

研究吾侪之个人, 当如何改革而已；不必悬视吾侪之社会, 当改革之使成如何之社会, 惟考念吾侪之

个人,当改革之使成如何之个人而已；不必叹社会之病弱, 但当求个人之强健；不必痛社会之荼疲, 但

当期个人之振作；不必悲社会之沉沦，但个人当自求其救济；不必忧社会之堕落, 但个人当自高其

品格”。[3]因为“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亦未有分子腐败，而团体能良好者”，只有造就有理想、

合格的新型国民才是救济社会的根本。同时, 杜氏也清楚地意识到, 国民教育这一治本之策，“非经

数十年之陶铸不为功”。但他毅然承担了承传文化、培育新人, 延伸人类社会的伟大使命, 并为其贡

献一生。 
二、国民教育重在改造国民性 
杜亚泉作为民国初年著名的“调适”论启蒙思想家，认为国民教育，除了传授科学文化知识教

育以外，更要针对中国国民性诸种缺陷和不足，进行合理改造，以重塑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族

意识相适应的国民性，以陶铸理想国民。杜氏针对中国国民性之诸种表现，即“现实之国民”、“无

共同概念”之国民、“幼稚而静默”之国民、“乏奋斗之精神”之国民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和批判，提

出了基于改造国民性的国民教育具体路径。 
（一）以“理想”、“理性”为基础，陶铸“国民心理” 

针对“扶我则后，虚我则仇”、“盖全从事实上立论”之“现实国民”特性，杜亚泉认为陶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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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民心理”，首先，要正确界分“事实”与“原理”的内涵。“盖事实问题，以利害为标准；原

理问题者，依是非而判别。”我国国民应充分认识理想/原理之重要性，充分审视自身之缺陷，“采欧

人千余年来发明之原理，而以事实的心理陶铸之，则今日之所谓原理者，他日未必不若为事实。”[4]

其次，要“惟理性马首是瞻”，但必须以“和平中正”为指导。杜氏有感于“理性”势力之伟大，但

亦充分意识到理性常因“惑于暗示，中于感情”等缘由，而易产生“迷误”，从而明确指出，养成国

民“理性”，除了“惟理性马首是瞻”外，“纠正理性迷误之办法”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吾

人当各澄清其意虑，疏浚其灵明，并养成判别事理审察物情之能力。其次，则凡操维持世道化民成

俗之权者，当知人民理性之不可挠，而又不容任其迷误，一方面迎机善导，顺其发展之本能；一方

面救弊护扁，匡厥趋向之歧误。“儒者著书，哲人觉世，敷陈学理，启迪颛蒙，为理性之前驱，作人

民之先导，务宜力求平正，切中事情，察人民程度以立言，揆世运迁流而立教，毋骛高远，毋尚精

深，毋见弹求炙而涉及张皇，毋惩羹吹薤而流于激烈，庶理性得和平中正之指导，而不致偏倚矫切，

贻世界以无穷之纷扰也。”[4] 
（二）以“真理正义”导诱国民，形成“共同概念” 

杜亚泉认为，所谓“共同概念”者，“非全国上下无或差池，事事物物不容许有少许歧异也。但

国民多数，社会中坚，有隐相契合之精神，互为沟通之意见，即能表率余众，发挥效力。纵使大同

之中，不无小异，一隅之龃龉，片面之争执，决难尽知，但根本上不相暌隔，则一切冲突，自然融

洽，或受其节制，而不致有绝对之背弛。”[5]由于国民概念之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善为

治理国家之人，“一方面熟察人民之概念，顺其势而善用之；而他方面则又默化迁移，养成人民同一

之概念。”[5]鉴于当时国民“共同概念”之缺乏和全国思想彷徨怅能，不衰一是的现状。杜氏清醒地

意识到救济之策“非旦夕所能奏效”，原因在于，“当国运衰颓之际，外来之心理，乃连翩而输入，

又不幸而吾人乏冷静之头脑，精密之研究，对此新来之学理，但仓皇惊羡以迎受之，卤莽灭裂以宣

扬之，未尝为有条理之贯穿，有系统之吸收，故国民概念，随蒙其弊。”所以，吾人今后，当力惩此

失。凡关于政治社会诸学理，苟非洞明原委，熟审利弊，不宜轻于提倡，率于传播。因“学说之为

用，可以启人之灵名，亦可致人于迷惘，”若不能正确地提倡和传播，容易“授人以混淆黑白颠倒美

恶之机会”，所以杜主张，“欲国家乂安，……（应）以真理正义，导诱人民，养成其（国民）优美

纯一之概念”，惟有如是，才能使“庶全国合为一体，政府与国民，亦有指臂相连之谊，对内对外，

均足保持其独立之资格，而不致失坠也乎。”[5] 
（三）“智情意一浑圆态”，培养“精确、正当、稳健”之社会心理 
在杜亚泉看来，与个人心理分为智情意三大端一样，社会心理亦分为智情意三大端，即社会知

识、社会感情、社会意思。智识者，所以开浚社会之精神；感情者，所以推动社会之精神；意思者，

所以表示社会之精神。“社会智情意三者是互为关系的。如社会感情，无适当之社会知识为之指导，

则感情易流于偏倚；反之，社会知识，无适当之社会感情为之调和，则知识必归于枯寂。又如社会

意思之发动，亦赖社会知识之指示，否则为妄动、为盲从，均是贻社会发达之障害。”[2]正是因“三

者互为补救，互为调剂”，所以社会精神，“乃完全发达而无过不及之弊焉。”鉴于社会智情意三者之

互为关系，杜氏指出，若要纠正国民“幼稚而静默”之社会心理，培育国民“精确、正当、稳健”

之社会心理，应使社会心理三大端“智情意一浑圆 ”，而不得有所偏颇。改善之法主要应关注如下： 
（1）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而言，“改善社会精神者，有伦理的改善、宗教的改善、审美的改善、政治

的改善、经济的改善、教育的改善之种种”，只要“诸法互用，乃能收美满之效果，此固根本上改善

之方法。（2）就目前现状而言，治标之策，则“必以开通知识为前提，而尤以普浚常识为急务。”然

在诸方法中，以教育的改善，为最适当最切合之方法。杜氏认为，此处所指教育，“务使社会的个人，

感受教育的影响，备具相当之常识，庶感情意思，得以指导，不至为盲从、为妄动，当然“不得以

教育为当务之急，而概弃其余也。”惟有如此，“则中国社会心理，其或有精确正当稳健之一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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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树立“矛盾”“冲突”意识，培植“中正”之奋斗精神 
杜亚泉面对“吾国今日，几乎无人不抱悲观主义矣，委心任运，颓废因循，无贤不肖，殆同一

辙”和“非奋斗不足自存”的现状，指出“吾人既已生活于世界，即当不问世界之何苦，随其趋势，

奋斗以图存，不能因情事转移，志望断绝，而有所推诿。”“人当知矛盾乃天演所必不可逃，冲突为

人世所必不能免，要贵有尽力乎其间者，斡旋补救，以减杀其祸患，遏止其潮流，则冲突之余，未

尝无调和之希望，矛盾之后，或可有融洽之时期。”此应“为吾人所宜自觉者。”[6]为了培植国民“中

正”之奋斗精神，国人必须充分认清对“奋斗精神”之误解，即认为“一经奋斗，即可拨乱而致治”，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颓废因循，固足以取侮，而卤莽凌躐，亦不足以救亡”，“奋斗愈烈，则危险愈

甚，如汽车之轶出轨途，机轮之失其调节，未有不偾事贻祸者也。”所以，“奋斗之中，固自有其中

正之道，而不容或忽者。”[6]从而杜氏认为，要想培植国民“中正”之奋斗精神，应关注以下几方面：

（1）奋斗之途径。杜氏认为，政治虽然是“救国”之途径，但并非所有事情都归于“政治生活”，

政治乃“事务执行之机关，而非质力发生之产地，必民力充牣，百务振兴，而后政治乃有所凭借。”

所以，奋斗之途，“不特不宜专求诸政治，且决不能求诸政治也明矣。”实际上，“农工商贾、社会家

庭，在在具奋斗之机能，亦人人有奋斗之义务。”“吾人但各就现有职业、现有地位，随时随事，勉

力焉可矣。”也惟有如此，才能“为途之宽，为力至易，人尽可能，决不宜囿于一隅，亦不容以机缘

未遇为借口也。”（2）奋斗之手段。杜氏认为，“自竞立争存之学说输入吾国以来，国民颇承其弊”，

以为“奋斗云者，不过致自己于优胜，陷他人于劣败而已。”其实，人类社会，必须以共同生活为前

提，“而共同生活，要以不相侵夺为原则。”所以，“吾人今后奋斗，不可不笃守此旨，一切排挤倾陷

之术，均宜屏斥。”同时，培植“奋斗精神”，还应“惩忿窒欲，忍性动心”“守正义，重人道，维持

协力之主义，”以振刷内部之精神，排除培植“中正”之奋斗精神之障碍。（3）奋斗之界限。鉴于西

洋奋斗之精神具有“抑人扬己”侵略主义倾向，杜氏明确主张，吾国奋斗之精神，应“以不相妨碍

为界限，”原因在于，当前我们国家“智德未进，人民行动，易走极端，若但倡言奋斗，不加裁制，

则变本加厉，转以启自相残杀之风，而陷于悲惨无情之境地也。”所以吾国国民从事于奋斗，必当守

持界限，即“对内则以不相侵害为依归，对外则以毋召恶感为要旨，”以“于欧风美雨之中，免社会

之飘摇，……养成奋斗之精神。”[6] 
三、国民教育应倡导教育普及和教育体制改革 

为实现陶铸理想国民的目标，杜亚泉强调国民教育还应积极倡导教育普及和教育体制改革，以

培植国民教育根基和营造国民教育良好氛围。 
（一）注重教育普及，培植国民教育根基 

杜亚泉深知国民素质高低关系到风俗良窳，人才盛衰，国家强弱。而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在于

教育普及，“夫教育云者, 非限于学校教育已也, 宜兼及于社会教育；且非指高等教育而言也, 宜注

重于普通教育。务使社会的个人，感受教育的影响，具有相当之常识”。[2]为了实现教育普及的目标，

杜氏做了很多努力。（1）兴办学校。兴办学校，栽培社会需要之人才，是杜氏一生的一个重要理想

和追求。早年他与蔡元培在绍兴办中西学堂，后在上海创办亚泉学馆；1903年，与绍兴文化教育界

人士王子余、寿孝天、宗能述等创办越郡公学；在任绍兴七县同乡会议长期间，还办了小学3所；1924
年，又在上海创办了新中华学院。杜氏的这些办学活动，多因经费不济等原因而未能持久，有的存

在时间很短。但他办学之志，始终未泯。（2）主编和创办报刊杂志。近代以来，报刊杂志是教育普

及的一个重要媒介, 杜氏把这些影响、教育人们的媒介称为“便利社会间心理之交通”，主张“以便

利社会间心理之交通(如学会、讲演会、宣讲社、书籍、报章、杂志等，皆为心理交通之机会)，促进

社会之普遍化使社会中各个人之心理，渐渐融洽。”[7]杜氏主编《东方杂志》和创办《亚泉杂志》（后

改名为《普通学报》）的重要目的就是力图通过杂志这一大众传播媒介, 让更多的人关心时政, 开阔

视野, 促使他们从保守封闭的思维模式和生活圈子里走出来, 真正感受时代的变化, 接受新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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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陶。（3）大量编撰教科书。教科书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传播载体，担当了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重

任，承担了近代国族认同和国民塑形的教育使命，其作为拥有最大受众市场的读本，不仅惠及各类

学堂的学生，其思想内容还对社会产生辐射力，成为社会变革和不同群体的生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杜氏热切希望基于大量编撰教科书，更新国民教育的内容，使“吾朦胧无意之国民, 注目于未来之

大势, 预备为科学的劳动家, 以作二十世纪之主人焉”。[8]为此, 杜氏积极参与其事，特别是1904年进

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长达28年的编译工作中，编译发行了大量科学书籍及语文史地等教科书。据

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王云五称, 杜氏“三四十年来编著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百数十种”。[9] 难怪胡

适先生曾感叹:“这个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10]所以，若说商务印

书馆为民国时期全国教科书及参考用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出版起了奠基作用, 则杜氏作用功不可没。 
（二）力倡教育体制改革，营造国民教育良好氛围 

为提高国民教育质量和营造国民教育良好氛围，杜亚泉力倡教育体制改革。杜氏明确指出“中

国教育的弊病首先在于国家对教育的导向有错误”。 [11]即“出身之奖励”。由于国家这种奖励政策, 导

致一些青年虽在新式学堂受教育, 即使受西方教育, 回国后也要求政府以相应的功名奖励，以得到社

会的承认。杜氏认为要改变这种弊端,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应提倡“教育之基础, 当立于国民生

活之上, 不当立于官吏进身之上”。因“现在的青年, 皆未来日之主人, 所 抱于未来之世局, 较吾侪

为甚。若仍施以旧时之教育, 悬官吏为目的, 行之于希荣干禄之途, 是不啻对于后日之社会播散骚乱

之种子”，故此点是我们“不可忽视”的“责任所在”。其次, 杜氏认为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病在于“政

府对教育干涉过多”, “教授必用何项之书籍”,“教师必具如何之资格”，“教科书必如何分配”等

等, 导致人们学习内容受到限制, 学习目的发生偏差。因而他主张：今后“凡关于社会所经营之教育

事业,宜力主放任, 去其干涉之手段；关于政府所经营之教育事业, 宜力求进步, 尽其诱导之责任。”

因 “教育之价值,即以其对国民生活上之价值为标准。所以学堂之所教育,有益于国民之生活也, 则

自然臻于兴盛, 无待政府之提倡也。”他对政府所经营之教育事业设计了一套改革方案:（1）京师大

学堂为全国学堂之中枢, 京师师范学堂为全国教育之根本。由政府尽力扩充, 以求完备, 使其“内足

以系全国士林之物望, 外足以与欧美著名之大学并驾齐驱”；（2）在地方, “政府应设规模较备之学

堂于交通较便之地,以远大之眼光, 求学术之进步, 谋共同之发达”。这是杜亚泉对近代教育体制改革

进行探讨的有益尝试。 
综上所述, 杜亚泉基于中国国民性和教育现状的深入体察，其关于国民教育的思想，对于唤起

国民的觉醒，对于国民素养的提高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下，国际竞争日趋激

烈，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人的素质的竞争，批判地继承杜亚泉国民教育思想，对于

提高国民素质，塑造合格公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杜亚泉基于中国国民性和教育现状的深入体察，其国民教育思想深刻而丰富，对近

现代中国国民教育事业产生了独特而深远的影响。首先，杜氏国民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从国

民性格的深层结构来寻求国家积弱的内在原因，探求救国救民的途径，以深刻的民族自省冲击了顽

固的民族偏见，标志着近代国民教育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其次，杜氏国民教育思想是追求人的现

代化的进步思潮。其从新的角度去探寻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 从更深的层次上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提

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 把人的现代化提上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议事日程。再次，杜氏关于国民

教育思想的思考揭开了改造中国人传统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结构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在一定程

度上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也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最后，杜氏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

家和教育家，为了使国民教育的开展具有良好的体制和机制氛围，还积极倡导教育普及和教育体制

改革。所有这些均充分证明杜氏国民教育思想丰富、深刻而前瞻，其是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财

富。众所周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民教育的发展，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既是实现现

代化的重要前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更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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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中共十七大报告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提出了“使现代国民教

育体系更加完善”的教育发展目标。这一目标既是对我国现代一系列教育改革、发展思想和实践的

高度概括与升华，又是对国民教育问题的有力回应。在此意义上说，杜氏对国民教育的探求与当前

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完善具有共通之处，对当前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完善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由是观之，杜氏国民教育思想不仅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国民教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且对

当下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完善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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